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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洞庭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 １９８０ 年、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５ 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在定量分析近 ４０
年流域土地利用动态特征的基础上，从景观生态学视角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进行评

价，并进一步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１）１９８０ 年以来，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 洞庭湖流

域土地利用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其显著特征为建设用地不断扩张、林地基本稳定、耕地日益萎缩和水域呈扩大趋势。 （２）近 ４０
年来，洞庭湖流域生态环境较为良好，以较低和中等生态风险区为主导类型。 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 ３ 个时段内，生态风险呈现增长、缓和、加剧的变化过程，高风险区以洞庭湖湖盆向环洞庭湖平原扩张，洞庭湖区、湘江流域和

资水流域生态风险等级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沅水流域、澧水流域和湘江流域的东南部生态风险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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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ＬＵＣＣ）成为全球

环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１］。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２］，
可以显著改变生态系统格局，进而影响过程和功能［３］，从而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４］。

生态风险是指外界胁迫下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在内部要素、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

和美学价值等方面所遭受损失的可能性［５］。 自从这一概念产生以来，生态风险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生态

环境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理论和方法上已初步形成了具有国际引领意义的结构框架［６］，但基于土地利

用变化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７］。 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格局变化与

生态风险具有高度的关联性［８］，以土地利用变化为出发点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能较好地表征土地利用变化

对生态过程和功能的影响［６］。 目前该方面研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主要以单一风险源或单一受体为主［７］，
研究尺度涵盖重点风险控制区［９］、县域［１０］、城市地域［１１］、省域［１２］和流域［１３］等，其中流域尺度的研究以省域内

的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为主［７］，但对于跨省际的流域生态风险的研究较少。 由于评价和管理主体并不在同一

个省级行政辖区内，探究跨省际的流域生态风险时空格局的演变特征，缺少较为系统的生态统计和监测数

据［１４］，而基于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得到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能直观表达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程度

和影响范围，为跨省际流域生态风险评价提供了便捷且高效的途径［１５］，可为流域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政

策制定提供依据。
洞庭湖流域流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和重庆等省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以“鱼米之

乡”著称。 该流域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较为良好，然而长期的生态系统开发利用和巨大的人口压力

导致洪涝灾害频发［１６］、水土流失、湿地退化、湖泊萎缩和水质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非常突出，也是中国典型的

生态环境脆弱区。 因此，本研究对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展开研究，探究近 ４０ 年来该流域土地利用

变化的动态特征和生态风险时空格局的演变特征，为完善流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生态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等

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流域地处我国长江中游以南，南岭山脉以北，介于 １０７°１６′Ｅ—１１４°１５′Ｅ 和 ２４°３８′Ｎ—３０°２４′Ｎ 之

间，总面积达 ２６．３×１０４ ｋｍ２，占长江流域的 １４．６％［１７］。 整个流域由洞庭湖区、湘江、资水、沅水和澧水等子流域

组成，流经贵州、广西、重庆、湖北、江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及湖南省全境，其中湖南省境内面积达 ２１．１８×１０４

ｋｍ２，占流域总面积的 ８０．６１％（图 １）。 洞庭湖流域东南西三面环山，东为幕阜⁃罗霄山脉，南为南岭山脉，西为

武陵⁃雪峰山脉，中部为丘陵型盆地，北部为洞庭湖平原，地势由南逐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斜，呈向北敞口的马

蹄形［１８］。 典型的大陆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热同季且充沛。 境内交通较为便利，经济较为发达，在城市化

进程中，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土地利用结构和方式发生较大变化，生态风险也随之发生较为深刻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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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中 １９８０ 年、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类型 ３０ｍ 分辨率栅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科

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该数据是利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ＭＳＳ 遥感影

像、８０ 年代末期、９０ 年代末期和 ２０１０ 年各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 ＥＴＭ 遥感影像，及 ２０１８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影像为主

要数据源，参照刘纪远等［１９］学者的中国土地利用覆被遥感分类系统，通过人机交互解译方法得到［２０］。 为了

保证各时期土地覆被数据解译质量和一致性，数据集进行统一的质量控制和核对检查［２１］，土地覆被一级类型

综合精度达到 ９４．３％以上，二级类型分类综合精度达 ９１．２％以上［２２］。 本研究按照前人研究和研究区需要，将
土地利用划分成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６ 种地类。

图 １　 研究区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土地利用变化度量及分析方法

（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参照王根绪等［２３］和刘纪远等［２４］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转移矩阵法构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定量描述土

地覆被类型的动态转移变化，从而揭示洞庭湖流域土地覆被类型的转移途径与幅度。
（２）土地利用动态度

参照刘纪远等［２０］学者的研究，本文计算土地利用动态度（ＤＣＤ ｊ）来度量研究区监测期内土地覆被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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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程度。 第 ｊ 类土地利用动态度（ＤＣＤ ｊ）的计算公式为：

ＤＣＤ ｊ ＝ ∑
ｍ

ｊ，ｌ

Ｓ ｊ －ｌ

Ｓａ

× １００％ （１）

式中， Ｓα 为网格单元面积， Ｓ ｊ －ｌ 为每一网格单元内某时段第 ｊ 类土地覆被类型与其他类型（ ｌ ）相互转化的面

积，ＤＣＤ ｊ为第 ｊ 地类的土地利用动态度。 在考虑数据源本身的分辨率、计算精度和地图可视化等因素的基础

上，本文采用等间距采样法将研究区划分为 ９００ｍ×９００ｍ 的网格单元，通过统计网格单元内建设用地、林地、耕
地和水域等的变化来反映土地覆被类型变动程度的空间分布。
２．２　 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２．２．１　 生态风险评价单元的划分

为了更好地表达流域内生态风险空间分布规律和差异性，本文采用网格作为生态风险评价单元［２５］。 参

照景观生态学中关于景观取样大小的方法［２６］，即网格划分大小应当为斑块平均面积的 ２—５ 倍，洞庭湖流域

景观斑块平均面积约为 １．４５ｋｍ２，考虑数据源本身的分辨率及计算强度和精度等问题，基于等间距采样法将

研究区划分为 １．８ｋｍ×１．８ｋｍ 的网格，共计 ８２４７５ 个评价单元。
２．２．２　 生态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

生态风险取决于区域生态系统所受外部干扰的强弱和内部抵抗能力的大小，一般来说，生态系统所承受

的外部干扰程度越强，其自身抵抗能力越小，区域系统的生态风险越大［２７］。 长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巨大的人

口压力对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产生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景观格局和过程，由此引起水土流失和生物多

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持续加剧［２８］。 因此，本文从生态系统的景观格局与生态风险之间的联系出发，利用各类

景观的面积比构建了由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构成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２５，２９⁃３０］，具体计算方法

如下：
（１）景观干扰度指数

景观干扰度主要反映人类活动对不同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主要由破碎度指数（ Ｆ ｊ ）、分离度指

数（ Ｓ ｊ ）和优势度指数（ Ｄ ｊ ）加权叠加来度量［７］。 其表达式为：
Ｉ ｊ ＝ Ｗ１ × Ｆ ｊ ＋ Ｗ２ × Ｓ ｊ ＋ Ｗ２ × Ｄ ｊ （４）
Ｆ ｊ ＝ Ｎ ｊ ／ Ａ ｊ （５）

Ｓ ｊ ＝
１
２

　 Ｎ ｊ ／ Ａ × Ａ( ／ Ａ ｊ ) （６）

Ｄ ｊ ＝
１
４

×
Ｎ ｊ

Ｎ
＋
Ｍ ｊ

Ｍ
æ

è
ç

ö

ø
÷ ＋ １

２
×
Ａ ｊ

Ａ
（７）

式中， Ｎ ｊ 为景观类型 ｊ 的斑块个数， Ｎ 为景观斑块总数， Ａ ｊ 为第 ｊ 类景观的面积， Ａ 为景观总面积，Ｍ ｊ 为第 ｊ 类
景观斑块出现的样方数， Ｍ 为研究区总样方数， Ｗ１ 、 Ｗ２ 和 Ｗ３ 分别为景观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度的权重。
参照熊鹰等［３１］学者的研究，破碎度最为重要，其次为分离度和优势度，据此将三种景观指数的权重分别赋为

０．５、０．３ 和 ０．２。 参照常小燕等［３２］学者的研究，根据标准化后的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度来计算景观干扰度。
（２）景观脆弱度指数

脆弱度表征景观生态系统对外界扰动的敏感性［３３］，其值越高，生态系统结构越不稳定。 借鉴巩杰等［２９］

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鄱阳湖流域［３４⁃３５］和长株潭地区［３６］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各景观类型脆弱度分为 ６ 级，
具体内容为：未利用地＞水域＞耕地＞草地＞林地＞建设用地，按功效系数法对脆弱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景

观类型脆弱度指数。
（３）生态风险指数

本文选取景观干扰度指数（ Ｉ ｊ ）和景观脆弱度指数（ Ｖ ｊ ）来衡量景观损失度，并进一步依据生态损失度指

数（ Ｌ ｊ ）来构建生态风险指数（ ＥＲＩｉ ） ［２９⁃３０］，其具体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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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ｊ ＝ Ｉ ｊ × Ｖ ｊ （２）

ＥＲＩｉ ＝ ∑
ｍ

ｊ ＝ １

Ａｉｊ

Ａｉ

× Ｌ ｊ （３）

式中， ＥＲＩｉ 为第 ｉ 个生态风险小区的生态风险指数， Ａｉｊ 为第 ｉ 个风险小区中第 ｊ 类景观的面积， Ａｉ 为第 ｉ 个风

险小区的面积， Ｌ ｊ 为第 ｊ 类景观的损失度指数， Ｉ ｊ 为第 ｊ 类景观的干扰度指数， Ｖ ｊ 为第 ｊ 类景观的脆弱度指数。
ｍ 为景观类型的数量，本文将土地利用类型视为景观类型，即耕地景观、林地景观、草地景观、水域景观、建设

用地景观和未利用地景观。
２．２．３　 生态风险等级的划分

张丹红等［３７］学者采用等差分级法、自然断点法、几何间隔法、累计比例法和分位数法对我国典型县区土

壤保持服务强度进行等级划分，并对不同分级方法下的分级质量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然断点法具

有较高的分级精度，也能兼顾各级服务强度极差的均衡性，综合制图效果较好。 在综合考虑生态风险分级精

度和极差均衡等因素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自然断点法对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变

３．１．１　 近 ４０ 年洞庭湖流域土地覆被状况

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洞庭湖流域土地覆被状况来看，林地和耕地是洞庭湖流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占流域

总面积的 ８８％以上，林地占比维持在 ６１％左右（表 １）。 ２０１８ 年，洞庭湖流域林地面积约 １６．０５×１０４ｋｍ２，占比

达 ６０．９７％；耕地面积约 ７．３５×１０４ｋｍ２，占比约为 ２７．９３％；草地面积约 １．３６×１０４ｋｍ２，占比约为 ５．１７％；水域面积

约 ０．８０×１０４ｋｍ２，占流域面积的 ３．０４％；建设用地面积约 ０．６６×１０４ｋｍ２，占比约为 ２．５０％；未利用地面积约 ０．１０×
１０４ｋｍ２，仅占流域面积的 ０．３９％。 从年际变动来看，洞庭湖流域不同土地覆被类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变动程度超过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表 １）。 对比不同时期土地覆被类型面积，可以发现：耕
地持续萎缩，耕地占比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９．４２％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７．９３％；林地呈稳定增长趋势，林地占比维持在

６０％—６１％之间；草地小幅收缩，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草地占比维持在 ５．９％左右，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草地占比下降至

５．２％左右；水域持续小幅扩大，水域占比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７３％增加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０４％；建设用地持续扩张，扩
张幅度超过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与 １９８０ 年相比，２０１８ 年建设用地面积扩张至 ２．３４ 倍。

表 １　 洞庭湖流域土地覆被类型面积及比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土地覆被类型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７．７４ ２９．４２ ７．７０ ２９．２６ ７．６７ ２９．１６ ７．４７ ２８．３６ ７．３５ ２７．９３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１５．９５ ６０．５８ １５．９４ ６０．５７ １５．９ ６０．４７ １６．１２ ６１．２５ １６．０５ ６０．９７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５５ ５．８９ １．５５ ５．９０ １．５５ ５．９０ １．３８ ５．２３ １．３６ ５．１７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０．７２ ２．７３ ０．７５ ２．８４ ０．７７ ２．９３ ０．７８ ２．９７ ０．８０ ３．０４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０．２８ １．０７ ０．３０ １．１４ ０．３３ １．２５ ０．４８ １．８２ ０．６６ ２．５０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０８ ０．３１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３８ ０．１０ ０．３９

３．１．２　 近 ４０ 年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格局分析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间，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总面积约为 ２．２×１０３ｋｍ２，占全流域的 ０．８４％（表 ２）。 洞庭湖

流域以耕地转为水域和建设用地为主，分别为 ４３８ｋｍ２ 和 ３５７ｋｍ２，约占土地利用变化总面积的 １９． ８６％和

１６．１８％；其次为耕地转林地、林地转耕地和林地转草地，分别占土地利用变化的 １２．３３％、１２．０６％和 ９．３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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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扩大和建设用地扩张现象也较为明显（表 ２）。 参照土地利用变化的动态度模型和地图可视化方法，本研究

进一步探究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主要类型转换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２）。 从 ９００ｍ×９００ｍ 网格单元内的主要土

地利用类型变化空间格局（图 ２）来看，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建设用地扩张区域随城镇化发展呈零星分布，湘江流域

建设用地扩张迅速，约占全流域的 ４９．２８％，且沿湘江和京广线初步呈线状分布。 林地变化总体以减少为主，
由城镇化建设和毁林开荒造成的林地损失主要发生在湘江流域长株潭地区和郴州的资兴市，及沅水流域上游

贵州省境内的凯里市、福泉市、黄平县和锦屏县等地区，而新增林地在洞庭湖流域范围呈零星分布。 耕地变化

以减少为主，主要发生在沅水流域贵州省境内的锦屏县、天柱县、福泉市和松桃苗族自治县，而新增耕地主要

分布在环洞庭湖平原的益阳市、常德市和岳阳市，湘江流域的资兴市，及资水流域的安化县和新化县等地区。
水域变化以转入为主，水域扩大主要发生在河网密集的洞庭湖区、湘江流域的资兴市、资水流域的安化县和新

化县、及沅水流域的永顺县等地区，而水域收缩在洞庭湖区呈零星分布。

表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１９８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转出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ｕｔ ａｒｅａ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 ２７２ １９ ４３８ ３５７ ５ １０９１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２６６ － ２０７ １３２ １１２ ４ ７２１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４６ １５０ － １２ ５ ０ ２１３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６９ １６ ８ － ８ ５ １０６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１ １ ０ ０ － ０ ２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４ ７ １ ６１ １ － ７４

转入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ａｒｅａ ３８６ ４４６ ２３５ ６４３ ４８３ １４ ２２０７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转出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ｕｔ ａｒｅａ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 ４５８０ ２７５ ８７１ ２０６５ ３４ ７８２５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３３２４ － ５８７ ３６５ １４７５ １２ ５７６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４４２ ２１６１ － ８３ １２０ ２ ２８０８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５６２ １９５ １６ － ７３ ３９１ １２３７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２６２ １３１ １０ ４４ － ２ ４４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１７ ５ １ １５４ ３ － １８０

转入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ａｒｅａ ４６０６ ７０７２ ８８９ １５１８ ３７３６ ４４１ １８２６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总面积约为 １．８３×１０４ｋｍ２，占全流域的 ６．９６％（表 ３）。 洞庭湖

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转为林地和林地转为耕地为主，分别为 ４５８０ｋｍ２和 ３３２４ｋｍ２，约占土地利用变化总面

积的 ２５．０８％和 １８．２０％；其次为草地转为林地，及耕地和林地转为建设用地，分别占土地利用变化的 １１．８３％、
１１．３１％和 ８．７７％。 从 ９００ｍ×９００ｍ 网格单元内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空间分布格局（图 ２）来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建设用地在洞庭湖流域范围内显著扩张，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随重要交通干线扩展呈现带状分

布，形成纵横交错的扩张格局。 林地变化总体以林地增加为主，新增林地在全流域范围呈片状分布，最为集中

区域分布在湘江流域湖南省境内的桂东县，及沅水流域重庆市境内酉阳苗族自治县等地区，而林地减少主要

发生在流域各大中型城市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其中最为集中的区域为长株潭地区。 耕地变化以减少为主，受
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耕地萎缩在全流域范围呈片状分布，主要分布在湘江流域的桂东县和长株潭地区，而新

增耕地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的华容县和南县等地区。 水域变化呈小幅扩张趋势，水域扩大发生在流域各大河

流集中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河网密集的洞庭湖区，受人地关系紧张格局的影响，水域萎缩区域也主要集中

分布在洞庭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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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洞庭湖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３．２　 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时空格局演变

根据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得出各生态风险小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参照 ＡｒｃＧＩＳ 的自然断点分类方

法将研究区的生态风险划分为低生态风险区（ＥＳＩ＜０．０４）、较低生态风险区（０．０４≤ＥＳＩ＜０．０８）、中等生态风险

区（０．０８≤ＥＳＩ＜０．１０）、较高生态风险区（０．１０≤ＥＳＩ＜０．１３）和高生态风险区（ＥＳＩ≥０．１３），采用地图可视化方法

得到洞庭湖流域不同时期的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３），并进一步统计得到各等级生态风险的面积及占比

（表 ３）。 从生态风险类型构成来看（表 ３），较低和中等生态风险区是研究区生态风险的主导类型，两类生态

５３９３　 １０ 期 　 　 　 杨伶　 等：近 ４０ 年来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及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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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区面积占比达 ６０％以上。 因此，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总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生态环境较为良好，但存

在明显的时空分异性。

表 ３　 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的面积及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ｙｐ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年份
Ｙｅａｒ

低风险区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较低风险区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中等风险区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较高风险区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高风险区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

１９８０ ７．３１ ２７．３５ １８．７９ ７０．３３ ０．２２ ０．８４ ０．１１ ０．４２ ０．２８ １．０６
１９９０ ０．３９ １．４８ ８．７５ ３２．７４ ７．７６ ２９．０３ ６．１７ ２３．０７ ３．６６ １３．６８
２０００ ０．４０ １．４８ ８．７５ ３２．７３ ７．８１ ２９．２１ ６．２０ ２３．２０ ３．５７ １３．３８
２０１０ ０．４０ １．４９ ８．７９ ３２．８８ ８．０９ ３０．２８ ６．２１ ２３．２３ ３．２４ １２．１３
２０１８ ０．３９ １．４７ ８．６７ ３２．４３ ８．１９ ３０．６５ ６．１８ ２３．１４ ３．２９ １２．３０

图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３．２．１　 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空间格局分析

从 ５ 期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３）来看，流域内风险等级呈现多核地域分布，高风险区分布相对集中，由洞

庭湖湖盆的沼泽和水域范围向环洞庭湖平原扩张；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地区，湘中南丘陵地带，及沅

水流域的吉首市和凯里市等城市的市辖区；中等风险区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较高风险区的外围地区，以
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分布较广；较低和低风险区在 １９８０ 年占据了洞庭湖流域除洞庭湖湖面之外的绝大部分

地区，而 １９９０ 年及以后分散分布于沅水流域、澧水流域、资水流域和湘江流域，以三面环山地带更为集中。
洞庭湖流域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为洞庭湖平原。 从洞庭湖流域土地覆被空间

分布来看，林草用地主要分布在东南西三面环山的山地地带，平原区林地分布较少；耕地主要分布在中部的丘

陵型盆地和北部洞庭湖平原，并随着高程增加呈逐渐减少趋势；水域和未利用地主要分布在低洼地带，建设用

地以平原区和丘陵地区分布最多。 结合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图 ３），我们可以发现较高和高风险

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洞庭湖湖盆和盆地，中部的丘陵型盆地地带，及城市建设用地，其原因在于长株潭地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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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流域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增长极，及环洞庭湖平湖农业区和湘中南丘陵节水农业带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

高；而低和较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东南西三面环山的山地地带，主要是由于这些区域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山
地较多，森林覆盖广，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程度较低。
３．２．２　 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时间演变分析

从流域不同时期生态风险变化来看，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流域生态风险呈现“增长⁃缓和⁃加剧”的时间演变特

征。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间研究区生态风险大幅增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表现为低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大幅下

降，其面积比重分别由 ２７．３５％和 ７０．３３％下降至 １．４８％和 ３２．７４％，而中等、较高和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则呈现不

同程度的增长，面积占比分别约增加 ２８．１９％、２２．６５％和 １２．６２％（表 ３）。 这一时期分别有 ６．８８×１０４ｋｍ２、１０．１２
×１０４ｋｍ２、０．１３×１０４ｋｍ２和 ０．０８×１０４ｋｍ２的低、较低、中等和较高风险区等级上升了，其中以低和较低风险转换

为中等、较高和高风险为主（表 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间流域生态风险趋向于缓和，区域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主
要表现为高风险区面积呈下降趋势，其面积占比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３．６８％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２．１３％，低和较低生态

风险区面积略有增加，共增加 １５００ｋｍ２（表 ３）。 在这 ２０ 年间，风险等级下降面积约为 ７０９．５９ｋｍ２ ／ ａ，而风险等

级上升面积约为 ３８５．０５ｋｍ２ ／ ａ；生态风险转移以“高→较高、较高→中等、中等↔较低”等类型为主，其转换比

率均在 ２０％左右（表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间区域生态风险呈加剧趋势，生态环境形式依然严峻，低和较低生态

风险区略有下降，而中等和高风险区都呈一定上升趋势（表 ３）。 这一时期生态风险等级上升面积约为 ０．９０×
１０４ｋｍ２，而风险等级下降面积约为 ０．３５×１０４ｋｍ２；生态风险呈现“较低→中等、中等→较高和较高→高”阶梯式

上升特征和“较高→中等和中等→较低”阶梯式下降趋势（表 ４）。 由此可见，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间是洞庭湖流域

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时期，而 １９９０ 年以来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风险格局变化不大，总体呈逐渐缓

和再加剧的趋势。

表 ４　 洞庭湖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生态风险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转移类型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ｙｐｅ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

转换面积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转换比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ａｔｅ ／ ％

转换面积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转换比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ａｔｅ ／ ％

转换面积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转换比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ａｔｅ ／ ％

转换面积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转换比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ａｔｅ ／ ％

１０２ ４１１．２０ ０．２４ ７．０２ ０．１３ １０．１５ ０．０６ １６．１５ ０．１３
１０３ ２１５．１７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４ ３９８３２．４６ ２３．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５ ２８３３０．９２ １６．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２５ ０．１９ １７．９５ ０．１１ １．３６ ０．０１
２０３ ７６４１３．８５ ４４．４１ １０９５．６２ ２０．８５ ３６３４．６６ ２１．８０ ３１７８．１０ ２５．３３
２０４ ２０９００．８５ １２．１５ ４２．１２ ０．８０ ７７．７６ ０．４７ ９．７２ ０．０８
２０５ ３８５７．３９ ２．２４ １６．２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２ ３５．６４ ０．０２ １１３２．７３ ２１．５６ ３１１６．３４ １８．６９ １５８８．３８ １２．６６
３０４ ５３６．０５ ０．３１ ５８９．３８ １１．２２ １５５１．８８ ９．３１ ２６７８．１１ ２１．３５
３０５ ７７７．４８ ０．４５ ３２．４０ ０．６２ ２９．１６ ０．１７ １９．４４ ０．１５
４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６８ ０．４３ ５７６．１２ ３．４６ ３４６．６８ ２．７６
４０３ ６．４８ ０．００ １１１９．９５ ２１．３１ ３３５７．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３１．３７ １６．１９
４０５ ７５９．３４ ０．４４ １６２．００ ３．０８ ４６９．８０ ２．８２ １５５７．５５ １２．４２
５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１９．９０ ２．５２ ２２．６８ ０．１８
５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９６ ０．２５ ５６０．５２ ３．３６ ７４．５２ ０．５９
５０４ ２．５８ ０．００ １０１１．７２ １９．２５ ２８５１．５９ １７．１０ １０２０．５１ ８．１４

　 　 转移类型：１０２ 低风险→较低风险 ／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１０３ 低风险→中等风险 ／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１０４ 低风险→较高风险 ／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１０５ 低风险→高风险 ／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２０１ 较低风险→低风险 ／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ｏ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ｉｓｋ；２０３ 较低风险→中等风险 ／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２０４ 较低风险→较高风险 ／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２０５ 较低风险→高风险 ／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３０２ 中等风险→较低风险 ／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３０４ 中等风险→较高风险 ／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３０５ 中等风险→高风险 ／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４０２ 较高风险→

较低风险 ／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４０３ 较高风险→中等风险 ／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４０５ 较高风险→高风险 ／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５０２ 高风

险→较低风险 ／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５０３ 高风险→中等风险 ／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５０４ 高风险→较高风险 ／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７３９３　 １０ 期 　 　 　 杨伶　 等：近 ４０ 年来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及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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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年以来开展的洞庭湖流域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重点实施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还湿等项目。 其中，
退田还湖使得洞庭湖调蓄面积持续扩大，防洪排涝效益明显提高；退耕还林有效缓解因湘、资、沅、澧四水上游

地区陡坡毁林开荒导致的水土流失，恢复森林植被的生态功能［３８］。 自 １９９８ 年洞庭湖区开展二期治理以来，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共平退堤垸 ３３３ 处、搬迁 ５５．８ 万人，洞庭湖调蓄面积比 １９７８ 年扩大了 ７７９ｋｍ２ ［３９］，从而使得近 ４０
年来洞庭湖流域水域呈扩大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是洞庭湖流域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关键时期，截止 ２００９ 年

湖南省退耕还林工程造林总面积 １２２０６． ８ｋｍ２，与启动退耕还林试点时期（２０００ 年）相比，林业用地增加

８６６０ｋｍ２， 森林覆盖率增加 ３．４２％， 森林蓄积量增加 ２３．６５％；水土流失减少明显，年均进入洞庭湖的泥沙量由

退耕前的 １．６７×１０８ ｔ， 减少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０．３８３×１０８ ｔ， 减少 ７７％，其中来自湘资沅澧“四水”的泥沙量减少

４０．７％［４０］。 结合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风险演变规律，可以发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最为

突出的特征是耕地与林地之间的转换，其中因退耕还林导致的耕地转林地面积占该流域土地覆被变化的

２２．５２％，林地面积增加，区域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这也使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间流域生态风险趋向于缓和。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本研究以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对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风险进行研究。 得出

以下结论：
（１）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期间，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按其面积大小依次排列为：林地、耕地、草地、水域、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其中，林地面积占比 ６０％以上，耕地占研究区面积近 １ ／ ３。 近 ４０ 年间，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

地利用变动程度明显剧烈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总体变化呈建设用地不断扩张、林地基本稳定、耕地日益萎缩和

水域扩大趋势等特征。
（２）近 ４０ 年来，洞庭湖流域以较低和中等生态风险区为主导类型，两类占比在 ６０％以上。 各时期生态风

险变化呈波动起伏状态，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生态风险分别呈现增长、缓和和加剧

等特征。 空间分布上，高风险区以洞庭湖湖盆向环洞庭湖平原扩张，洞庭湖区、湘江流域和资水流域生态风险

等级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沅水流域、澧水流域和湘江流域的东南部生态风险相对较小。
４．２　 讨论

本文研究结论与国内其他研究学者在洞庭湖流域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土地利用变化显著特征为建设用

地不断扩张［４１⁃４３］，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如贾慧聪等［４４］ 学者认为耕地持续增加是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 年间洞庭湖区土

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熊鹰等［３１］学者认为洞庭湖区景观生态风险得到改善是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 导致这

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他学者主要针对洞庭湖区进行分析，这必将掩盖土地覆被变化的流域

特征；二是研究时期存在差异，大多数研究主要从 ２０００ 年后开始，这必将掩盖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风险演变

的动态特征。
对比相邻区域各生态风险等级地类分布及占比情况可以发现，洞庭湖流域与鄱阳湖流域［３４⁃３５］ 生态风险

演变格局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中等和较低生态风险区为主导类型，广泛分布于人类活动强

度相对较低的林地和草地。 林草用地在这些流域中广泛分布是生态环境较为良好的关键所在，但这些区域一

旦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其生态恢复或重建较为困难，往往也会伴随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的发

生［７］。 二是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于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洞庭湖及其广大的冲击平原。 这些区域地处江

南“鱼米之乡”，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和水产品的主产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景观格局与生态风险之间的关联，构建由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构成的

生态风险评价模型，该方法提供了一种便捷而高效的途径［１５］，从巩杰［２９］、吕乐婷［４５］ 等国内学者广泛地使用

该模型可以认为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风险评价是合理的、可适用的。 但一般而言，生态风险评价应更多

地关注于生态过程，从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判，本研究该不足之处在下一步研究中会加以

８３９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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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同时，受研究者知识、经验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对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风险演变的驱动力还

有待完善。 未来研究应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角度关注区域生态风险所涉及的风险源，明确驱动因素对土地

利用变化及生态风险演变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可行有效的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和高质量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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